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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5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歷時三年完工的「二二八紀念碑」舉行落成典禮，李登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向四十八年前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受當時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道歉。此一道歉無異是以現在的國家立場向當年的台灣社會和人民道歉，更是向數十年來深深蒙受歷史傷痛、歷經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創傷的當前台灣社會和人民道歉。國家元首的道歉話語，紓解了不少受難家屬的長年心頭之痛，也多少撫平了戰後台灣歷史的傷痛，但1995年紀念碑落成之日，仍是「有碑無文」。顯然事件的真相並不因為1992年官方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公布而大白。隨著民間版的真相報告一一出現，台灣國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日增，除了總統的道歉文字之外，各界更企望看到一份足以後代為戒，並長留歷史的「碑文」，一方面見證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一方面交代事件的歷史責任。
1997年的二二八祭，將有碑也有文，這或許象徵著自1947年以來此一五十年歷史悲劇的了結，讓台灣社會完全走出二二八陰影。
二、二二八陰影下的台灣過去
五十年前的二二八悲劇是一樁可避免但未避免的人為政治錯誤。戰後的台灣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對「海的那一邊」的祖國是有著複雜而相當的期望，原冀望深深埋藏在台灣人集體心靈結構對母親的埋怨（埋怨祖國為何將台灣割讓給異族）能因重歸母親懷抱而從此不再負擔被寄養的「罪惡」。但事與願違，南京來的接收政權竟成奪權的另一批外地人，「光復」並沒有給台灣社會帶來更合理的待遇；種種政治、經濟行政失誤和它背後的外來政權錯誤心態，使得潛存的兩岸社會文化差距和磨擦，因一件衝突事件而爆發成為不可收拾的「官逼民反」和「民反官壓」悲劇輪迴（李筱峰，1991）。從抽象的文化心理差距和矛盾轉變成為實質的利益衝突，既是二二八悲劇的肇因，也是它的後果。而此一「轉折」之所以發生，當年來自南京的接收政權當然要負最大的政治責任（蕭新煌，1987）。
也從此，自1947年以後，「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關係從誤解到疏離，持續惡化，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也從集體期待的破滅轉為不信任感的加深。前者即是數十年來為人所知的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問題，後者則為多數人仍不求甚解的國家認同失落困境。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是二二八悲劇所造成的立即社會後果，它的本質是「政治化的利益衝突」，展現在屬於少數族群的「外省」政治菁英集團主控政治權力分配和經濟利益的大權，以及透過諸多文化、語言、社會政策壓抑屬於多數族群的「本省」社會文化發展；鄉土認同和本土意識也遭到扭曲。
國家認同的失落則為二二八悲劇的長期政治後果，它的本質即是「政治化的規範和價值衝突」，它展現的方式是來自中國的中央政權，退居到唯一只剩的政治地盤—台灣之後，仍受制於「大中國」的統治心態，維持著中央和省的政治結構，刻意矮化台灣為「地方社會」。台灣是此一外來政權能維繫為一「國家實體」的社會基礎，但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卻長期無法認同台灣本土為一實然的「國家」。國家認同乃空洞化成為只是那空泛的在台灣的「中國形象」，但在中國的「中國」已是敵對政權，不許成為人民認同對象的現實下，多數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著實長期處在失落和無根的狀態之下。
省籍情結下的本省人、外省人族群矛盾與國家認同的空洞化，有著相互滲透強化的作用，也由於政治的緣故，這兩者的關係在過去始終未被釐清，而被誤讀為不相干的兩個台灣內部問題。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外來統治者被化約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而被統治者則簡化是所有台灣本土的本省人，在權力極端不平衡和本土認同又極度受扭曲、壓抑之下，被統治者乃油生不平的集體意識。早期的「台獨運動」，不論是在海外發展的「洋獨」，或是台灣內部反對運動產生的「土獨」（若林正丈，蕭新煌，1992），都與二二八後政治權力不均為基礎的省籍矛盾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與強加於台灣社會的空洞化國家認同自外於本土認同，甚至壓抑本土認同的政治事實有關。弔詭的是，在外來政權的「中國=中央」統治心態和刻意凸顯「台灣=地方」的矮化作法，在在使得政治權力分配難以擺脫省籍和族群矛盾的社會基礎。換言之，二二八的悲劇不但是戰後台灣內部省籍情結的因，也是台灣長期經驗國家認同失落的因，更是戰後興起台獨意識的因。要論因果和責任，誰該為二二八的因負責，就同時也該為上述這三個果負責。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三個戰後種下的果，在過去數十年裡，都歷經了相當程度的變化，有消長，也有質變，而這些轉型和變遷正是本文所欲思辯和再釐清的主題。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是在二二八陰影下渡過了戰後的前二十多年，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支配著台灣政治生態的運作；不落實的國家認同扭曲著大多數台灣人民的集體意識；也因土洋台獨主張挑戰外來的外省政權正當性，使得國家機器對內部省籍族群問題愈加敏感，對台灣本土認同愈復不放心，也愈復強化「中國」國家認同的控制。
三、「台灣經驗」抹褪二二八陰影
但歷史的軌跡終究是會隨著內外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性變遷而產生新的生機。戰後的後二十多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台灣經驗」中的社會經濟發展終於逐步鬆動了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的政治藩籬，而轉變了長期以來族群問題的本質，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垂直權力關係轉變成為水平的社會文化差異的族群關係。也因為「台灣經驗」中的政治民主發展逼使了外來政權的本土化，而逐漸使得原來只是「中國在台灣」的應然認同落實成為「中國台灣化」的實然認同，國家認同終於有了充實的本土社會基礎。外來政權乃「內化」成為本土政權，台灣也從此提升成為唯一可認同的國家對象。一旦內部的族群關係政治化的權力結構不再主宰，一旦台灣從被矮化的「地方社會」成為可加以集體認同的「國家社會」，原來早期只是「對內抗爭」的台獨意識和「台獨問題」，也就轉型成為「向外抗爭」的國家自主意識和「統獨問題」；而這其間的大轉折，除了台灣內部的政治民主化之外，兩岸關係的變化和來自中國的統一壓力，也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總括來說，台灣經驗中的經濟成長和富裕化和社會的多元化將高度政治化和情緒化的省籍矛盾轉變成為可被公議和檢討的族群差異；台灣經驗中的政權本土化和政治民主化則將失落的國家認同充實，轉而以台灣為「國家社會」認同的主體。同時，台灣經驗中上述的集體生活體驗也目睹了台獨問題本質的變化。對內抗爭的台獨意識不再是難解的政治問題，向外抗爭的統獨爭議才是待解的政治課題。
更具體地說，另一個外來北京政權的統一（併吞）野心和壓力才是統獨爭議的癥結和問題所在。而繼經濟成長化，社會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之後，另一個新生而浮現的台灣經驗是否能穩健成立，乃正面臨著嚴厲的內外考驗，那就是國家的自主化。二十多年來的台灣經驗的確抹褪了台灣內部所長期蒙受的二二八的陰影，但要真正而完全地走出五十年前因南京外來政權帶來的二二八陰影，就得從今以更嚴肅和冷靜的態度面對另一個北京外來政權的野心和企圖，並妥善處理以下三大問題：
一是從二分對立的省籍矛盾轉變到四元融合和族群差異課題；
二是從中國的國家認同失落提升成為台灣國家認同的形塑過程中所併發的族群政治動員問題；
三是從對內抗爭本質的台獨意識轉變到對外抗爭本質的統獨爭議過程中所衍生的國家定位及自主前途的抉擇問題。
此外，在分別處理以上三大課題之際，更要認識到這三大問題之間仍存在著難分難解的糾纏關係。二分對立的省籍情結是已褪色，但卻滲透到國家認同層次，導致不同省籍之間對台灣國家認同的集體落差心態，也進而轉變成統獨爭議的另一個社會矛盾基礎，甚至干擾了國家社會體的穩健形塑和觸發國家定位的價值衝突。有此深一層的體認之後，才能真正分辨出上述三大問題所隱含的不同利益衝突和規範衝突的本質，並以有效而具體的對策去化解問題本身和相互之間的癥結。
四、省籍矛盾與族群差異的消長
台灣社會出現族群問題，並不始於二二八，早從華南漢人移民到台灣開始，就陸續有漢、先住民，閩、客，漳、泉之間的族群衝突，俗稱「分類械鬥」；到了日據則又有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以被殖民者／殖民者矛盾形式出現的族群衝突。前者的衝突本質概屬經濟利益的矛盾，後者的衝突內涵具有政治權力鬥爭和經濟利益矛盾的雙重性格。到了戰後的二二八事件所觸發和惡化的本省（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則又再度帶有被統治者／統治者之間政治權力不均和經濟利益矛盾的色彩。換言之，自漢人「移民社會」以來，經歷「殖民社會」再到戰後的「地方社會」形態，在台灣的不同族群之間就一直有著以政治經濟利益衝突為本質的族群緊張和矛盾問題。
二二八悲劇所造成的新生族群矛盾更是同屬華人的外來政權為統治台灣本土社會，以偏差心態和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其結果就是廣義的多數本省（早期移民）族群之間，被烙上難以消弭的差別和傷痕，而本省族群的閩南、客家、原住民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反而被刻意掩蓋和漠視。亦即戰後二分對立的省籍政治矛盾完全掩飾了本應屬於四元的族群社會文化差異；族群問題的全貌反而被片面而局部的省籍情結所扭曲，而無法獲得在一開始就以較理性的態度和更整體的公共政策去面對。此一被政治化「延誤」處理的全面族群問題，直到外來政權完全本土化和政治民主之後，才開始被掀開和正視。
所幸的是，原來存在於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和衝突已因長期以來經濟成長，機會結構的擴大，社會多元和流動的因素，加上1980年代以來政治民主化衝擊而大大消弭。根據1990年，1992年和1994年中央研究院的三次社會意向調查，1995商業周刊的四大族群調查以及1996年福爾摩沙基金會的母語問題調查的多項研究發現，可以綜合調理出以下幾點當前族群現象的真相：
1． 進入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所謂「本省vs.外省」的省籍矛盾問題，其生活基礎已很模糊和薄弱，在一般人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領域，均已不構成干擾作用，但省籍在政治領域，尤其是中央層次的政治紛爭裡，仍然有它的「政爭工具化」發酵能量。換言之，二分的省籍對立，已遠離人民的日常生活，但仍殘留在政治圈；「權力遊戲」裡的省籍動員方式，仍然屢屢能發揮它的政治情緒煽動作用。
2． 1990年代的台灣也目睹了從二分的省籍對立轉變到四元分立的趨勢，本省與外省的二分法已不再能充分解釋當前許許多多社會現象及其心理基礎，取代的是四大族群的分類法。換言之，省籍的政治分類已被族群的社會學及人類學分類所取代。族群問題也開始恢復到它原來的社會文化「差異」本質，而非只是政治「對立」的性格。
3．表面上看起來，從二分省籍到四元族群，是更複雜一
些。但實質上，卻已是降低了台灣內部省籍矛盾的政治化色彩，且有助於以比較非政治化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政策，來直接面對和化解四大族群之間的不平、不滿處境和地位。進一步說，閩南族群快速恢復了身為多數族群的自信，同屬少數族群的外省、客家、和原住民，卻各有較特殊的族群心事。原住民有深厚的劣勢者焦慮感，在經濟處境、社會地位和文化傳承問題上均呈現明顯的集體不平感受。客家族群則對文化和語言的斷層特別敏感，也對長期被壓抑成為一支隱性族群有著不滿情緒。外省族群卻對外來政權的加速本土化和政治權力的重組有著莫名的不安和危機感。以上這些族群心事，一方面凸顯各個族群重新找尋族群自我認同的自覺過程，一方面也彰顯了一旦回歸四元族群現實之後的種種新生特殊問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儘管四大族群之間仍時而流露出對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如有錢、無權、吃苦、保守…等），但並沒有持續性而集體化的族群偏見或歧視。
　　4．真正存在於台灣四大族群之間的問題，不在個人或集體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在對彼此的深層誤解或不信任，也不在政治公民權的差別待遇，而在於民主化，尤其是政權台灣化和本土化的政局轉變後，不同族群的不同「選擇性政治反應模式」。有的族群信心上抬，有的族群焦慮上升，有的族群要求提高。但這些不同反應模式，都不是以其他族群作為情緒發洩的對象，更不是以其他族群的集體利益做為抗爭對象，而是以「政局」變化做為各自發抒和投射心理的對象。
　　5．在族群的主觀集體心理之外的客觀社會經濟地位上，四大族群也的確是存在著差異，但明顯的優劣差異不在所謂本省外省，也不在閩、客和外省，而在於漢族（閩、客、外省）和原住民之間，因此要有積極公共政策去處理的是原住民的社會、經濟處境的提升，而這也才是目前台灣族群問題的癥結所在。至於閩、客、外省三族群之間顯現的社會經濟地位差別，事實上，已屬於階級差別的範疇，而非族群衝突的範疇。也因此，真正要解決和提升的也就應該是階級正義的整體社會問題，而非單純族群正義的片面問題。所謂「族群融合」，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來，已不是問題；要關切的反而是跨族群界線的「階級融合」問題。更確切地說，要提升台灣的社會正義，就應該要從防範日益將成為問題的「階級矛盾」問題做起。
五、國家認同與統獨爭議中的族群現象
除了上述族群差異所隱含的實質利益衝突，以及將來勢必將取而代之的階級利益矛盾應受重視之外，當前台灣社會已同時浮現出另兩類超越族群但與族群相關的新生問題，也值得正視。一是以台灣為認同對象的國家認同問題，二是攸關台灣自主前途的統獨抉擇問題。這兩個問題雖在本質上已超越族群利益本身的藩籬和制約，但都還看得到不同族群之間在「國家定位」上的規範和價值衝突現象。
在前述的歷史分析中，已提到台灣近年來隨著「國家社會」的形塑，國家認同也有了落實的契機。同時，原屬對內抗爭外來國民黨政權的台獨意識，也轉型成為對外抗爭另一外來政權的「反統一意識」。而對長遠的台灣國家前途，也就出現了矛盾的統獨抉擇。概括說來，在這兩個議題上，台灣目前成形的跨族群的主流社會意識是：
1. 以台灣本土為國家認同對象而非中國大陸；
2. 來自中國大陸北京政權的統一壓力，被視為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亦即台灣是否與中國統一，是個問題，台灣已是自主獨立國家，已不應是個問題；
3. 台灣的統獨抉擇是未來長遠的問題，而非立即可解決的問題；
4. 當前台灣民心的主流思考方式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即是維持台灣為一「國家社會」的地位，不接受中國北京政權所提出的統一條件－中國是中央，台灣是地方。條件得宜的統一前途或是和平獨立的前途，都只是未來的可能而已。
但是在上述的主流思考的背後，仍可窺見不同族群對台灣國家認同和台灣國家前途選擇，有著值得注意的落差和不一致。引用上述的幾個社會調查結果，可發現到：在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上，閩南、客家和原住民認同強度高於外省人。也就是說，外省族群對於台灣已是「國家社會」且具有自主獨立國家的地位，較抱著保留和質疑態度。在未來台灣前途抉擇，傾向獨立立場上，閩南、客家和原住民的立場也高於外省人；相對的，在未來抉擇傾向統一的立場上，則以外省人較明確。同時質疑李登輝總統有傾向台獨主張的反應程度上，又仍然以外省人較高。進一步看，在閩南、客、原住民之間，對國家認同和台灣未來前途抉擇態度上，雖也彼此間有著差距，但的確不像外省族群有著與其他三族群那麼明顯的落差和不一致。同時，外省族群不但因為政治轉型有著較高的族群焦慮感和不安感，在台灣國家認同和定位上，也有著較突出的「不確定感」。
面對此新生的族群現象，該如何解讀外省族群這種比較特殊的集體心態呢？除了上述所提出的「選擇性政治反應模式」可以廣泛說明之外，還得再從外省族群的「新移民」性格和眼前的中國因素對外省族群的衝擊效應來加以釐清。
相對於三百年前就陸續移民台灣華南漢人（閩、客）或是早就是台灣先住民的原住民，外省族群只是二次大戰後才來台灣的漢人「新移民」，而且不同於早期的閩、客帶有那種自願的「經濟移民」性格，他們承載的是被動的「政治移民」性格，從一開始並沒想要在台灣建家園、打天下，且至今仍帶著濃厚的「原鄉認同」，而且他們的「原鄉認同」，不只有社會文化內涵而已，更帶有濃厚的「國家化」政治色彩，這跟原本不帶著國家認同來台灣，歷程三百多年來完全已經本土化的早期移民後代，當然有很大的認同差距。
因此，當這些「新移民」在短短數十年內就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認同矛盾，自是不適應。這種舊移民後代和新移民之間的國家認同差距也是難免的，這恐怕還需要有耐心地來等待他們從原來的政治化「原鄉」認同轉變到本土化的台灣國家社會認同。
至於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尤其是它夾帶「民族情感」和「國家主義」色彩的統一訴求和野心，對於那些在台灣政局轉變衝擊下已有不適、不安和威脅感的外省族群，多少也產生了一些「吸引」和「激化」的效應。也就是說，和平統一後的「大中國主義」對部份有過「中國經驗」的外省族群而言，總是比其他族群來得具有多些可嚮往的號召力。但是對閩、客早期移民後代和原住民來說，第一個也是唯一可以讓他們產生政治和文化情感認同的國家，就只有台灣而已，對所謂「統一的中國」遠景自是沒有什麼特別濃厚情感上的憧憬。對他們而言，與中國統一，理性的利害權衡與考慮是要遠大於民族情感的驅使。
總之，受到中國因素干擾的台灣國家定位認同和國家前途抉擇思考，很值得正視和面對。此一外來干擾因素，一方面固然也助長了台灣人民凝聚新的國家認同和共識，但另一方面也對式微中的政治化省籍情結有著雙面刀的正反作用，它加速省籍情結的減弱過程，產生多一個必須內部團結，防禦外來壓力的刺激，但也可能加溫了部份外省族群的內部族群不安感和對中國民族情感意識的吸引。外省族群的族群不安感和對原鄉認同的持續，也正是台灣在形塑國家認同定位和凝聚抗拒中國外來政權統一併吞共識的努力過程中，最該以更大政治智慧去紓解和轉化的另一個政治和族群課題。
六、結語
綜合本文對台灣過去半世紀以來所歷經從省籍矛盾到族群差異，再從國家認同失落到統獨爭議的演變過程的種種觀察和分析，可以清楚理解到這四種台灣社會和人民體驗過的衝突和爭議是伴隨著戰後台灣特有的發展經驗才逐步轉化和衍生而成的。而這四種衝突的性格已有了相當大的質變，從省籍和族群的利益衝突，轉進成為國家定位和前途的規範衝突過程，也反映了台灣社會性格的躍升：從一個被外來中央政權矮化的「地方社會」脫胎轉型孕育成為一個「國家社會」。因此內部二分法省籍矛盾問題被四元的族群差異問題所取代，且成為積極公共政策必須正視的社會正義問題。另一方面的新生課題便是對外要有國家認同的形塑，國家定位的確立和國家前途的抉擇。而在處理這內外部兩類新課題之際，外來的中國因素卻又干擾和激化殘存的省籍情結，以致使得原屬是外部的干擾因素，卻被「誤導」和「內化」，甚至被誤判是台灣內部未化解的舊有社會衝突。此一外在的中國干擾因素也使得台灣國家認同的形塑過程和國家前途的抉擇更加複雜化。
面對如此看似「剪不斷理還亂」，從內部社會利益矛盾滲透、轉進到對國家認同和定位的規範（價值）衝突，首要任務便是正確解讀台灣社會的族群問題真相，已不在於二分的省籍矛盾，而是四元的族群差異，並應擴大視野，以社會正義和階級公平的範疇，來宏觀處理少數族群（客家、外省和原住民）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參與權益，進而加速和穩健地形塑國家認同的價值基礎，並轉化外省族群原有的政治化「原鄉」認同，使其提升到能以台灣此一新生國家社會為其安身立命的「本土家園」，一如其他三個族群在過去數百年裡所經歷的自我轉化體驗。
有了宏觀的社會正義和階級公平視野和進步得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公共政策，當可進一步舒解因族群差異所導致的社會緊張和矛盾；有了以四元族群融合和階級公平為社會基礎的國家認同打造工程，也才更紮實。一旦上述內部的政策改造條件和價值重塑基礎能早日建構完成，目前出現在國家前途抉擇上的種種內在規範衝突和不確定感也就能早日化解，統獨的爭議也將可以日漸不再是困擾台灣不同族群的價值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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